
虚拟货币放交易所与钱包

虚拟货币在行情大跌之后热度减退，但是在“二舅币”炒作风波之后再次“破圈”
，在“现实世界”引发关注。而在司法实践中，虚拟货币却从未远离。

8月12日，新京报记者以“虚拟货币”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搜索，结果显
示，2014年以来共有7111起案件，其中刑事案件约占41%，民事案件约占57%。2
021年的案件数量最多，有1763起。2022年至今，共有393起。

涉及虚拟货币的刑事案件中，传销和诈骗类案件占比最多，超过四成。在这些案件
中，虚拟货币成为犯罪分子的幌子。

而在民事案件中，涉及虚拟货币的案件以合同纠纷居多，达2993起。在这些案件中
，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
的通知》（下称《通知》）成为一个分水岭，在此前后的判决结果有所不同。

《通知》明确，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
动、境外虚拟货币交易所通过互联网向我国境内居民提供服务均属于非法金融活动
，且投资虚拟货币及相关衍生品，违背公序良俗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由此
引发的损失由当事人自行承担。

虚拟货币成为传销和诈骗犯罪的幌子

新京报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发现，仅涉及“维卡币”的刑事案件就有157件
，其中多涉及传销、诈骗和金融诈骗犯罪。

2020年8月，湖南株洲市渌口区人民法院曾宣判过一起案件。在该案中，一名保加
利亚籍鲁姓人士设立传销组织，利用“维卡币”进行传销活动。该组织对外宣称“
维卡币”是“未来世界主流货币”、“第二代加密电子货币”等，声称其升值空间
巨大，诱骗他人投入巨额资金。会员一旦注册就不能退会，不能退款，而且也不会
事先告知。新会员须在老会员的推荐下加入，缴纳不同级别的“门槛费”，获得相
应级别“激活码”，注册成为不同级别的会员。入会费最低130欧元（当时约合人
民币1001元），最高36330欧元（当时约合人民币28万元）。

被告人王某在2014年经人介绍，注册了92个“维卡币”账号，后通过聊天软件发
展下线，以计利返酬和低买高卖激活码赚取差价等方式，为该组织新增了10万余会
员账号，非法获利超过一千万元人民币。

法院审理后认为，王某“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且“其行为已经构成组织、领导传销
活动罪，且属情节严重。”由于王某当庭自愿认罪，法院案最终判处王某有期徒刑
两年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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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着“维卡币”的幌子进行传销活动，上述案件并不是孤例。2020年6月，广东省
高级人民法院宣判的一起案件中，廖某等人在深圳和珠海利用“维卡币”发展传销
人员，收取了约3000万元的“会员缴纳金”。多名被告直接或间接获取传销资金数
额累计均超过250万元。最终，其中一名被告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另有两人被判处
有期徒刑5年。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艾行利表示，近年来，以虚拟货币为幌子进行传销
、诈骗的案件高发。他正联合代理的一起案件中，海南一位60多岁的老人听信了诈
骗团伙关于“维卡币”的宣传，被骗走700万人民币的养老积蓄。据海南当地媒体
报道，警方初步查明，该案件涉案金额达2000余万元，受害人百余名。

据介绍，诈骗团伙在老人所在社区举办养生讲座，骗取老人的信任。一团伙指导老
人下载一个手机应用程序，并让老人在这一程序里进行“投资”。

“那个币相当于他们发的，有自己的程序算法，直接在app后台输入数字，是赤裸
裸的诈骗。”艾行利说。对于虚拟货币，老年人只是听说过，并不真正了解，以为
是高科技，因此，特别容易上当受骗。

此外，还有人以自己拥有虚拟货币进行诈骗。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陈云
峰表示，在一些诈骗案件中，虚拟货币钱包的截图实际是盗用别人的。

盗窃虚拟货币多按计算机犯罪判处

盗窃虚拟货币的刑事案件也比较常见。在这类案件中，法院判处的罪名常常不是盗
窃罪，而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一份判决书显示，2016年11月的一个晚上，黎
某在家组装了一个电脑台式机，用黑客手段入侵 “快捷币”网站，盗取了1600个
比特币。此后，他又盗取到管理员的用户名和密码，为自己充值2000个比特币，并
利用管理员审批进行提现操作。

管理员发现异常后，切断了黎某的操作。最终共有1600个比特币被提现，黎某分几
次在比特币交易平台出售，用赃款购买了一辆兰博基尼、一辆奔驰、一辆保时捷等
。

黎某与同伙张某通过一个编程QQ群认识，他为黎某的比特币盗窃提供了一定的技
术支持。最终，法院认定二人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盗取的比特币价
值为750万人民币，黎某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张某被判有期徒刑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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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艾行利联合代理过的另一起黑客案件中，一名程序员入侵了一些虚拟货币交易网
站，破解密码后盗窃了虚拟货币，卖出后共获利100余万元人民币。

起初，检察院起诉的罪名也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但最后这起案件以
不被起诉而告终。“我们认为取证过程不太严谨，导致有些数据可能有问题，”作
为该程序员辩护律师的艾行利说。

新京报记者发现，在不同的虚拟货币盗窃案件中，虚拟货币的价值认定并不统一。

上述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案件中，法院是以案件发生时期比特币交易平台
当时的交易价格来进行的价值判定。而艾行利所代理的案件中，100万元的价值是
根据虚拟货币被卖出的时候的价格认定的。

北京市证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康丽也关注类似的价值认定争议。她注意到，在
比特币采购的纠纷中，法院认定损失时，法官参考的则是因合同实际支出的成本损
失，而非二人签订合同时候所协商的可得利益。

对于虚拟货币价值认定上的不同，艾行利解释道，目前国家没有规定使用哪一种方
法进行虚拟货币价值认定，“这些方法单独拿出来也都是可以的，所以不同的司法
机关根据自己的理解使用，但是“不同方法价值认定差距很大，导致相似案件判决
差异很大”。

虚拟货币合同案件的判决受到政策影响

新京报记者发现，在民事案件中，涉及虚拟货币的案件以合同纠纷居多，达2993起
。而在这些案件的判决中，2021年成为一个分水岭。

2018年12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冯某和乐酷达公司的合同纠纷案中
，乐酷达公司下属虚拟货币交易平台2017年曾承诺，“如果比特币分裂为一种或多
种比特币，交易平台将会把分裂出来的各种比特币按拥有权提供给所有客户，并且
逐步上线所有新种类的比特币的交易。”

但当比特币分裂为另一种虚拟货币“比特币现金”后，冯某登录网站账号后发现，
其账户内的资金管理页面已经没有币种及相应余额的显示，也没有比特币现金领取
按钮。冯某共损失38.7480个分裂后的虚拟货币，价值约为17万元人民币。

法院审理后认为，比特币的交易现实存在，持有者仍然希望借此获取利益，在网络
环境下的商品交换过程中，比特币的价值取决于市场对比特币充当交易媒介的信心
，所以，比特币属于合同法上的交易对象，具有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民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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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某作为特定时间持有比特币的“民事利益”的权利人，有权获取等额的“比特
币现金”。

最终，法院判乐酷达归还冯某其损失的虚拟货币。

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规定“投资虚拟货币及相关
衍生品，违背公序良俗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康丽告诉新京报记者，这一
规定发布之后，虚拟货币相关合同纠纷案件中的合同关系，多被认定为无效。

如今年8月份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终审的“北京首例比特币挖矿合同案”，就
体现了法院不同的态度。

在这起案件中，甲公司委托乙公司“挖矿”，即使用“矿机”等工具获取比特币，
两公司就此签订了一系列的合同，甲公司向乙公司一共支付了1000万元人民币。乙
公司向甲公司支付了18.3463个比特币后便未再支付。甲公司将乙公司告上法庭，
请求法院判决对方交付比特币并赔偿服务到期后占用矿机的损失。

法院审理后认为，“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活动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国家金融安全
，以电力资源、碳排放量为代价的‘挖矿’行为，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相悖，与公共利益相悖，”最终，法院认定“挖矿”合同无效，驳回
甲公司的全部请求。

康丽表示，虽然民事案件中与虚拟货币相关纠纷中的合同2021年后常被法院认定为
无效，但法院仍需界定合同无效所造成的损失，该由双方当事人如何承担。

新京报记者 齐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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